
●翻译研究

论“象思维”样式与汉典籍外译
*

包通法
(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曲阜 273165)

提 要: 在近百年“欧风西雨”学术范式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哲学知性体系曾一度受到批评、冷落和边缘化。然而，

伴随着当代哲学界对经验理性的反思，中国传统哲学正显示出跨越时空的智慧活力。本文探讨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传统

哲学“象思维”认识形态的独特魅力及其在翻译领域，尤其在汉典籍外译中的研究价值，阐释“象”、“象思维”与中国哲

学;“象”、“象思维”与中国诗学文论;“象”、“象思维”与翻译诗学及翻译美学等诸维关系。笔者认为，在中华经典外译

中，译者唯有启动“象思维”去理解原作并进行翻译，才能传达汉典籍所蕴含的东方文化精神真谛和样式。
关键词: 象; 象思维; 概念思维; 道象互为; 意境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 2015) 06 － 0089 － 6
DOI 编码: 10． 16263 / j． cnki． 23 － 1071 /h． 2015． 06． 018

On Xiang( Imagery) Thinking Paradigm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Bao Tong-fa

(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Confuciu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Center of
Enhancing Soft Power in Shangdong，Qufu 273165，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urope-centered academic paradigm，the cognition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intelligence system has been criticized and marginalized． However，together with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mpirical rationa-
le，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bears the energetic and universal wisdom that fits for ages and spa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gnition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 e．，“Xiang / Imagery thinking mode”，which is of unique charm and re-
search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lose links between“Xiang / Imagery Thinking Mode”and Chinese phi-
losophy，Chinese poetic literature and the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have been reveal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ranslators have to mo-
bilize their“Xiang / Imagery thinking mode”to comprehend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works，then apply it to the translation per-
formance through rationale so as to convey the spirit and paradigm of the original wisdom in the orient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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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的表征形态即词汇意义和语法结构形式，体现

了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体验诠释客观世界和人生社会

的直觉和理性，而人则利用这种语言范式塑造和演绎世

界、塑造和发展自身、演绎和创造人文世界。”( 包通法

2014: 1) “象思维”作为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哲学与语言

表征形态，是一种蕴含理性和诗性为一体的哲学思维方

式，也是中国 5，000 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的认识范式。作

为接通“言”与“意”的关键性中枢和发生源，它对于中国

人求索天地之道、人生智慧，对于文人文学创作都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作为我们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认识形态，

它不仅对道家和诸子百家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

中国的诗学文论及诗词歌赋曲等文学体裁，千年以降，无

一不受“道象互为”的“象思维”的影响。尽管国内目前对

于“象思维”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形态有一定关注，但

是将“象思维”与翻译，尤其是与华夏典籍外译相结合的

98

2015 年第 6 期

总第 187 期

外语学刊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5，No． 6

Serial No． 187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华典籍外译与东方智慧知性体系构建研究”( 12YJA740002) 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却很少，或者说将“象思维”与华夏民族认识精神和

智慧体系相结合运用于翻译的研究不多，可以说这是一

个新的研究课题。事实上，“象思维”与汉典籍外译的不

可分割性决定这个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研究价值以及

现实意义。

2 “象”、“象思维”与“道象互为”认识形态

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哲学在认识形态和知性体系建

构方面具有自己的优越性和个性特征。它以生命样态、

动态思辨的“象思维”智慧形态阐释世界这个有机的生命

整体意义，诸如《易》之“太极”、老庄之“道”、儒家之“仁、

心性”，理学之“理、气”这些形而上的“象思维”，西方的

哲学概念思维是无法企及的。王树人先生指出，“当科学

发展到今天，正是在西方却发现，传统西方科学理论在解

决科学前沿问题，如涉及有机整体等复杂的问题，已经无

能为力。这时，正是西方科学家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中，为解决这种复杂问题发现了宝贵资源”
( 陈来 2006: 135 ) 。这个“宝贵资源”既有“道法自然”、
“道象互为”整体思辨智慧知性体系，也包括以“象”及

“象思维”为内核的传统中国哲学文化的思维范式，即传

统中国哲学文化中所具有的“象思维”的深邃哲思和诗

思。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其他诸子百家，其认识、思

辨、创化形态皆有别于西方的概念思维模式———一种确

定、明晰的逻辑思维模式。而以“象”释意，以“象”征思，以

形象入手，基于“象”而致道，既是中国语言和修辞创造的

千年传承，也是中国哲人的哲思思维范式和表述形态。比

如，中国汉字自古以来便有“象形会意”之态之质，其中尤

以早期甲骨文、金文最为典型，单个汉字便是一个意象，甚

至十几个意象组成的诗意画面，就是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和

体现。中国哲学知性体系构建所遵循的线路见下图:

传统中国哲学

由象思维构建的世界概念、人生意义

以象征道、以象致道( 经验世界)

体悟、直觉、思辨———
{ }

创化诗意理性

整体性诗意

哲学知性体系

图1 中国哲学构式图

“象思维”的认识样式就是以象喻道，以象致道，道寄

寓于象的一种生命形态的哲思和诗意。“象”是对现实事

物的一种符号象征式的模拟与表征，与所观之物相互联

系而形成统一认识整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取象而得到的

《易经》八卦图象，则是事理或义理的象征或表征，是事理

或义理、内涵与外延的载体。它所象征的是对象内涵与

外延意义的整体，而且这种整体是既通过直接或直观的

方式获得外延意义( 意象) ，又通过对象理性与诗性互为

而获得内涵意义( 道) ，而不是把对象先行概念分析，然后

再综合为一个整体。因此，“观物取象实际上具有直观综

合的整体性质”( 王树人 2007: 5) 。“象”的出现、演绎得

益于中国自古以来所崇尚的“道象互为”的思辨样态。中

国之“道”在认识形态上不同于西方“上帝”的最高精神标

准或 Logos 的认识旨归，它体现的既是世界的本真本然，

又是精神认识的本质和智慧旨归的终极。中国传统思维

模式与西方思维模式不同: “中国天道的境域不是‘构成

论’而是‘生成论’，道是原发创生之源。如老子所说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可知，作为原发创生的道，始终处于

‘生生不已’的‘生成’动态之中。而这种‘生成’的本源

之道，实质上归结为‘无’，正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于无’。正是中国以‘无’为深邃底蕴的天道之思，从开端

上就使中国传统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思想，而显示出特

有的智慧魅力”( 郝书翠 2008: 91) 。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形态———“象思维”，尽管与西方

的概念思维并不完全对立，但在很多方面的确存在相对

的个性样式。“筑象的语言文字都大于概念的语言文字，

甚至具有无限的可解性和启迪性，如同诗无达诂一样。”
( 王树人 2006a: 5) “与西方概念思维根本不同在于‘象’

不是不动的实体、不是用定义可以规定的概念，是生命状

态的世界事件和存在，但同时‘象’又是‘非实体’的、‘非

概念’的，也就是具有非对象性和非现成性的特点。‘象’

是动态的，是流动与转化的。”( 王树人 2006c: 51) 西方对

象化的概念思维，就一般意义而言，是以主客二元或天人

相分为前提，在领会和把握世界时，首先把主客本来一体

的整体性加以二元割裂，并且在对象化中，又把这种被割

裂的局部加以静态僵化。因为不静态僵化，就不能作出

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就不能作出明确的意义规定。不难

看出，这样领会和把握的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静态的

与整体割裂的、被僵化的世界或对象。相比之下，中国

易、道、禅之“观”则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的整体观。前

者之观，视宇宙在主体人之外，是人们以分析规定性的概

念思维思考和解剖、施为的对象。后者则视宇宙与人一

体相通，人们以诗意理性的‘象思维’与之沟通、与之和谐

共生。

“象”
事物的表面形态———实在性、真实性———对象性———世界的本真本然

“大象无形”之象———抽象性、思辨性———非对象性———精神认识的本质{ }
非现成性

“道”

图2 “道”与“象”的互为关系

基于“有生于无”既是实体论也是非实体论的认识范

式，“道”的精神终极既是对象性，又表现出非对象性、非
现成性。而“象”，一方面是指事物外表所呈现的形态，具

有实体性、现成性，如具象、表象、意象等表达方式都是指

将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以带给读者身临其境、活生生的

生命形态的感觉; 另一方面，正如老子笔下的“大象无

形”，“象”具有抽象，超象的精神性。由此可见，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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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还是“象”都具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双重特性，它

们是互 证 互 释、不 可 分 割 的。“道”是“象”的 本 质，而

“象”又是“道”的源泉，“道”是对“象”的诠释和超越。如

要达致“象外之致”，唯有通过诗意的、体悟性的“象思

维”，方可致达中国传统经典中最高理念之“道”，这个产

生并主宰天地万物的本原才能浮出水面。历史上的言意

之辩从一个角度表明真正的“道”是大象无形的，所以要

借助于“象”来认识和体验，“象”是中国古人认识天地的

一个重要形态和路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

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王树人 2006: 38) “圣人

用卦象来显示天下万物的繁杂现象，揭示出其中的秘奥。
这样就由最初占卜用的卦象逐渐发展为文学创作中的意

象，并且还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与

这种象思密切相关的是整体直观式的思维方式，这在道

家与禅宗学说中有明显的体现。”( 《周易． 系辞》) 这里

“文论象”只是道出“象思维”对于文学、诗歌的创作与鉴

赏之维，而事实上“象思维”首先是中国古人对自然和人

生求索的认识形态和哲思手段，是华夏文明智慧体系认

识论的本体。

3 “象”、“象思维”与中国诗学文论
3． 1“象思维”的渊源

在中国 5，000 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道家思想的代表

人物老子、庄子在其著作《老子》、《庄子》中就灵活地运用

“象”表达他们的思想理念，传播和发扬道家文化，生动地

再现真实与精神世界和人生智慧。王树人提到，“富于诗

意的悟性的‘象思维’，凭借其诗意的混沌性和模糊性，正

可以在‘物我两忘’中进入‘天人合一’的视野和境界”
( 王吉凤 2006) 。中国古代对“象思维”的研究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王弼的“言( 象) 意”论。“王弼以庄解易，融二

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 － 明象》云: 夫象者，

出意者也; 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王树人 2006c: 53 ) 可见，“象思

维”作为接通“言”与“意”的关键性中枢，它对于中国人

追索天地之道、人生智慧以及对于文人文学创作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智者和文人进行哲思或创作时

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宋代学者严羽曾这样评价由象至

意的诗歌创作和鉴赏思维形态: “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

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砌玲珑，不可凑泊，如空

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

穷”( 李智 2000: 39) 。这里“象”是体，意趣乃是“用”，是

诗人追求的某种精神旨归，象与意趣是一种互为的精神

形态。
3． 2“象思维”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诗性特征的形成与其所处悠

闲的环境和轻松的心境分不开。天地一气，万物一体，这

是中国文论思想的重要特点。文学之道与天地精神相往

来，天道、人道、诗文之道相通相协。以这种整体性思维

观照文学，则文学是一条源流相承、一以贯之的历史之

河，一个四肢百骸一气贯通的生命之体。承继深厚诗性

文化的中国文论，‘凭感觉’是第一原则，但同时并不反逻

辑，而是对理性、对逻辑的淡漠。中国文论常以人之感觉

论诗文，这是人的五官感觉的隐喻式表达。诗性的语言

是‘绘声绘影’的语言，中国文论就有‘绘’的特点，既绘声

又绘影，使文思文理可见可感、可触可摸。兴象、意象之

自然、深隐、微妙的特点，俨然带有上古先民天地混同、人
神相通的精神遗留，中国文论的诗性智慧一如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在这里我们对所谓“象思维”与诗性特征是与

“其所处悠闲的环境和轻松的心境是分不开的”之说不能

完全苟同，对“对理性、对逻辑的淡漠”之说也不能认同。
其实中华民族“象思维”是中华文化精神智慧的本体，是

中国古人生存状态的一种体现，是一种哲思的认识形态。
“象思维”在诠释和表征古人对宇宙、人生和精神认识是

千年一贯的智慧知性形态。“象思维”是华夏文明的精神

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有别于西方基督文明的东方智慧

认识形态和体系。它不仅化繁为简，化抽象为生命形态，

具有诗意思辨; 而且又不止于“形而下器”，而是由器识

道，由象致知，格物知致，由经验世界走向逻辑归纳与演

化的内化精神认识，既具有诗意的虚化，又有严密的哲思

思辨。如《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里老子运用“象思维”于哲思，体现出高度的抽象

性、思辨性、逻辑性。“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德经》第一

章) 便是一例。

“形而下” 人的感知 抽象提升 “形而上”
器( 物自身 →) →形 道

( 具体的) ( 抽象的)

图3 “器”、“形”、“道”之间的关系

在论及中国哲思认识形态时，王树人先生指出，中国

哲人和先贤在“诗意的混沌和模糊中”达到物我两忘、天
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状态不仅仅是象思维的认

识状态，其实西方哲思中也是如此。对于形上精神认识

进行精确规定是西方哲人千年一贯的梦想和追求，为了

实现这一梦想，维特根斯坦和罗素都尝试推行一种科学

的、概念规定清楚的语词，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

斯坦的科学语言等。然而梦想与现实终究不一，倒是我

们的先哲们认识到精神认识与语言不一，难以企及的现

象与本质，因而他们智慧地运用象思维这一东方智慧形

态解决这一人类难题，只做描摹，不做严格的规定，呈现

一种既有逻辑、思辨的哲思，又有体验、诗意的认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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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感。
中国文化精神的“象思维”，在唐代经过皎然、刘禹

锡、司空图等人的论述，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与其有关

的一些术语，如诗境、神境、圣境、妙境、奇境、实境、虚镜、
极境等，常被运用于文学批评。其实无论是“象外”论还

是“象外”之“境”论，都属于“象思维”的范畴。
白居易就是擅长运用“象思维”的大师，他追求诗歌

在艺术上的真实性、通俗性，认为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并

反映现实生活。在语言描摹上则采用形象性、生动性，因

此他的诗歌总是将现实生活的画面通过“象”清晰地展现

在人们的眼前，包括人民的疾苦和统治阶级的暴政等各

种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长恨歌》、《琵琶行》，这些

脍炙人口的诗歌语言质朴，丝毫不刻意追求含蓄蕴藉，使

读者在欣赏诗歌时，通过一幅幅的画面充分感知其创作

背景，从而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刘勰主张情文并茂，“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刘勰

《文心雕龙·神 思》) 、“神 用 象 通，情 变 所 孕”( 司 空 图

《二十四诗品·雄浑》) ，即客观的“物象”会触发个人的

情感思绪，然后个人再依托这个情感思绪产生主观诗意

的“意象”，这是典型象思维的理论归纳。不同的人看到

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联想与想象，在各自的大脑里对

原本客观的“物象”进行加工，并最终呈现不尽相同的主

观“意象”。这个过程其实是“象”在头脑中演化的过程，

也是思与“象”交融的过程。可见，“象思维”对于作者在

文学作品创作中抒发情感、激发与读者的共鸣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激发情感，

→
依托情感

象思维: 联想、想象

图4 “象”的流动与转化

司空图在其代表作《二十四诗品》中充分运用“象思

维”阐发、归纳和总结诗学理论，用种种形象来比拟、烘托

不同的诗歌风格，为我们生动地展现诗歌“象外”之“境”
的美学本质。尽管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具体的、现实的，

诗歌美学所追求的意境是空灵的、飘渺的，但作者认为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范和生 1996: 65 ) 。只要借助并

超越“象”，便能求得“象外”之“境”，从而将真实的世界

与诗思飘渺的诗歌美学相结合，使艺术之美不再局限于

形式的层面，基于象又超越象，从而变得真实、生动并具

有很强的感染力。

客观世界( 具体、真实)

“象思维”
诗歌美学( 空灵、飘渺)

飘渺的意境

真实、具体

图5 “象思维”认识构式图

王夫之在对“象思维”的研究上颇有造诣，他“在意境

理论发展中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情景’理论，他使意境

理论具有了完备的理论形态”( 叶朗 1985: 480 ) 。他的情

景理论探求的是情感与审美意象的结合，即思与象、象与

思的互为关系。另外，“并不是一切审美意象都是意境，

只有取之‘象外’，才能创造意境，王夫之对虚实结合的意

境的认识，表现为他对‘超以象外，得之环中’的强调”( 王

建 2006: 33) 。王夫之认为，诗歌的意境是在情景交融的

审美意象之“实”的基础上求得“象外”之“虚”，才能实现

其境界的审美思维形态。无论是他的“意象论”还是“意

境论”，都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意境论”“因实现

了对有限之‘象’的超越，产生了含蓄蕴藉、空灵飘渺、回
味无穷的审美意蕴，所以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 包通法

2008: 120) 。

情景理论( 意象论) 意境理论

超越有限之“象”
意象( 实 →) 意境( 虚)

追求“象”外之虚

图6 “意象论”与“意境论”

事实上，无论是白居易对含蓄蕴藉、空洞虚化话语的

摒弃、刘勰对“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的运用，还是司空图

对“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强调，或是王夫之对“意象论”
及“意境论”的推崇，都体现“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

要作用。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哲思的诗化，诗化的哲

思。而这一切思辨皆基于本体，落于“象”中。长期以来，

“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产物，其影响已经远

远超出我们常识中文学的范畴，成为我们所特有的智慧

认识和哲学形态。

4 “象”、“象思维”与中华典籍翻译
4． 1“象思维”与典籍的话语表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而

这种灵魂和精神则栖居在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因为每

一种语言都是自己文化的造物、本体和体现。所以语言

和文化既是密不可分的道与体，又是道与用的关系。作

为灿烂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栖息

地，是中华文明智慧知性体系的物化石。
中华典籍承载着、闪烁着华夏文明精髓与智慧知性

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典籍由于受“象思维”的

影响，几乎都是“象思维”的产物，如《老子》、《庄子》、《易

经》、《论语》、《孟子》等，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

品格、认识形态和智慧体系。对于宇宙生成从“无”到

“有”、从“一”到“多”，神奇的“道”如何产生天下万物，即

“道”的存在形式是什么，老子给出如下“象思维”答案: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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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而《老子》在阐释事物同一性、可变性时

也采用“象思维”的认识样式和表征话语: “曲则全，枉则

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第二十二章) 。此

外，北宋理学家二程在讨论“性”这一抽象命题时也采用

了“象思维”的认识样式和话语表征:“气之所钟，有偏正，

故有人物之殊; 有清浊，故有智愚之等”( 梁漱溟 1987:

258) ;“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

气昏而塞之耳”( 程颢 程颐 1981: 卷 22) ; “气清则才清，

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可以为栋梁，可以为榱角者，才

也。才则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 程颢 程颐 1981: 卷

18) ;“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

人”( 程颢 程颐 1981: 卷 22 ) 。因此，“象思维”是华夏先

哲识道、释道的精神格局和话语样式。
然而，由于自五四以降受欧风西雨的主流诗学学术

范式的影响，中国学者几乎摒弃“象思维”，与自己的文

化传统割裂，忽视本土文化，重视他者文化。结果自己原

本所擅长的据“象”悟“道”的“象思维”遭到遮蔽，而仅仅

用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解读和诠释中国的传统经典，翻

译实践过程主要依赖于西方的概念思维，用译入语中现

有的语汇和概念削足适履，使译作往往无法准确地传达

以“象思维”创作的原作的精神。在中西文化不断相互影

响、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我辈应该在典籍英译时坚守中

华文化的身份和中华文化精神的品格，保留自己民族的

优秀文化传统———“象思维”认识形态和智慧样式，这对

于打破中西现存的文化交流中不对称现象，改观欧风西

雨一边倒的诗学观现状、传播和发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精

神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大战略历史背景下，译者若

想将这些典籍的精髓传达给目标语读者，毫无疑问须要

重新启动“象思维”去理解原作的精神，进而再运用“象思

维”将其合理地进行翻译，以传达原著的精神范式和知性

体系，用具有整体性的、诗性的、生命样式的“象思维”认

知范式来解读和表征华夏千年经典。只有保留“象思维”
在典籍外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性体系，并自

觉运用“象思维”进行典籍翻译实践，才能产出较为忠实

原著的译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升我国软实力的背

景下，把中华民族富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精髓和智慧样式

译成英语等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出地域的

局限、参与全球文化建设与交流、提升我国的影响力、认
可度和追随率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时代要求我辈译

者为中华文明和东方智慧样式立言。
4． 2“象思维”与中华精神品格的翻译

《易传·系辞上》提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可见，中国人早就抽象出纷繁世界复杂关系的

本质:“形而下”的“器”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形”是“器”
经过人的感知后的具体事物，而“形”经过抽象提升后便

成为形而上的“道”。中国哲学并不是不讲求理性，也不

是淡漠理性，而是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一种基于“象”又

超越“象”的道思与哲思。
“从思维发生史上看，比起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

悟性的‘象思维’是更加具有本原性和创造性的思维……”
( 王树人 2006b: 19) 正是受传统“象思维”的影响，中国的

经典著作几乎都是“象思维”的产物，这种认识在理论上

为本文讨论的在汉语典籍外译中关注“象思维”传统、坚
守翻译中文化自主意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也说明中

华典籍外译中关注“象思维”的必要性。这些都表明，汉

典籍翻译应该凸显以“象思维”作为精神本体的中国诗性

化文化精神格局。
可见，“象思维”对于翻译中华文化典籍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它不仅体现译者对原作“信”这一翻译职业道

德操守的坚守，更体现译者对中华文化精神的认知能力、
创新能力的尊重和认可，保证这些文本精神格局，如哲学

范式、诗学中的审美样式、“意境”表征与诉求等，发生源

头上的原汁原味。众所皆知，与西方人关注概念分析、逻
辑推理演绎的理性认识范式不同，中国人重视直观整体

感受，之后超越具象达致“道”境，因此仅用理性思维往往

无法感受其精神格局和美学价值。如果在英译过程中译

者忽略“象思维”的重要作用，仅仅用概念思维对中国典

籍进行翻译和诠释，则很难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诗意

哲思的精神格局、表述张力和智慧魅力，不易体会到中国

诗性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在中华典籍外

译的过程中，“象思维”应该得到译者的高度重视。尤其

是像《易经》、《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诗经》、
《离骚》、《文心雕龙》和唐宋诗词等经典，本身就是一部部

“以象喻思、以象筑境”的哲思典籍，加之对其所宣扬的

“道”的理解需要“象思维”下的参悟而非纯粹的西式理

性。因此，如果译者想把这样的东方经典的精髓准确地

传达给异国读者，毫无疑问须要重新启动华夏文化哲思

传统的“象思维”以便理解原作的精神，进而再运用“象思

维”将其合理地进行翻译，保留原文中的各种“象”和“象

境”，以传达原著的精神实质。只有保留中国文化的认识

形态，理性地认识“象思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智慧体系，

自觉地运用“象思维”进行翻译实践，才能实现与原作者

的思想交流和心灵对话，更好地理解作者所传递的精神

与文化品格，真正体会这些经典作品的深刻内涵和智慧

样态，从而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将其智慧体系、
价值观和文化个性展示给其他国家的文化群体，使他们

理解、认同甚至追随我们东方文化的无穷智慧。

5 结束语
语言的表征形态，即词汇意义概念范畴和语法结构，

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体验诠释客观世界、人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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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直觉和理性形态。语言的表征形态本身就是一种

思辨体系，体现一种生命状态和存在方式。一个民族的

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籍以他的语言而存在于其中。
以文言文著文的中华典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样态

和文化形态，是有别于西方哲学形态的东方智慧形态和

知性体系，是汉文化群体的精神格局和生存状态。( 包通

法 2014: 1) 把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

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发

展的一个极好的途径。然而，由于近当代中国学者深受

西学学术范式的影响，在有意无意地接受概念思维的同

时，几乎完全摒弃“象思维”，用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解读

和诠释中国的传统经典，因而使译作往往无法准确地呈

现以“象思维”创作的原作的精神格局和精神范式。译者

若想将这些典籍的精髓传达给目标语读者，毫无疑问须

要重新启动自己的“象思维”以便理解原作的精神，进而

再运用“象思维”将其合理地进行翻译，以诗性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传达原著的精神。在承认多元文化应该共存的

同时，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用具有整体

性、生命性的“象思维”来解读和翻译中华经典。只有保

留中国文化的认识形态，理性地认识“象思维”的本体论

和认识论知识体系，自觉地运用“象思维”进行翻译实践，

才能产出精神品格上“信于原作”的译作，才能将其智慧

体系、价值观展示给它者国家的文化群体，使他们认同、
甚至追随我们东方文化的智慧样式。身为炎黄子孙，我

们有责任挖掘并保留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及认识形

态，这对于传播和发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具有极其深

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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